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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成都集体

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案例分析

张惠强

【摘要】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工商业发展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
地要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地方
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收入及其抵押融资功能。与此同时，农户与村集体却不能
合法地将他们的土地转为工商业用途。这一土地制度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成都市在完成农村土地、房屋及各类资源的确权颁证基础上，积极推动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包括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论文通过对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自主
流转的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探究其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理模式之间的区别，
进而辨析政府经营土地做法与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之间的制度约束的变迁。
在此基础上，试图概括集体建设用地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讨论这些做法的
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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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市场经济中，合法转让权对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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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源向能够产生最高价值的人手中。土地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关键要素，在不
同使用者手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差异巨大。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要求资源在更为
广泛的范围内配置，更多的主体受到价格指引而进入这一过程，围绕着资源配
置而形成的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最终形成极为丰富的合约体系。在规划和用途
约束下的合法转让权是形成土地市场、让市场发现价格以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
置不可或缺的条件。

然而，由于中国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实行全面而严格的管制，工业化和城市
化这场本应由大多数社会主体参与的社会变革，最后演变成政府依靠合法垄断
土地供给权而排除其他社会主体分享增值收益的过程。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带来土地价值增值这一信号并不由政府独享，而是被社会各方所感知，尤其是
那些城市郊区的农民。价格信号引导人们的行为对之做反应，但政府的管制政
策及其实施过程使得这种反应受到极大的抑制。经济学的管制理论告诉我们，
政府的管制政策不过是增加人们对相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成本而已，不同的
社会主体会从其面对的制度框架中尽力寻求绕过、突破管制的做法（Ｃｈｅｕｎｇ，
１９７４）。更重要的是，相对价格信号越是明显、强烈，管制政策往往越是严格，
人们绕过、突破管制政策的动力越大，资源获取的成本也就越高。

政府对土地利用行为的高度管制与各社会主体对土地增值信号的感知之间
的紧张最直接地体现在土地征收中的各种对抗现象。随着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
益的不断攀升，征地成本也相应上涨①。伴随着巨额土地增值收益进入政府手中
的是，不满于征地补偿而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上访和维稳也构成征地制度
的重要成本（文贯中，２００８）。面对现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僵局，不少地方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试图在各级政府、村集体、农户、社会资本之间形成合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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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守英与邵挺（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价值大幅
上升，农民权利意识觉醒，加上一些地区的城镇用地逐步从新增转向存量用地，征地拆迁成
本快速提高，被征地农民和拆迁居民补偿水平占出让收入的比例显著上升。２０１２年各项土地
出让成本（２ ２６２４ ９亿元）占土地收入（２８ ８８６ ３亿元）比重达到７８ ３％。此外，２００８年
以来，政府接连出台相关政策调整土地出让收益支出结构，将土地出让收益更多向农村建设、
教育、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领域倾斜。２０１２年，全国土地出让收益的支出总额达到
５ ７９６ ９５亿元，结余４６４ ４６亿元，仅占土地总收入不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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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机制（张惠强，２０１３ｂ）。这些地方性改革实践在不同层次上回应了现行土地
制度对市场取向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提供既行得通
又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成都市近年来所实施的统筹城乡改革力图直面现行土地制度的种种弊病，
在加大地方财政对农村和农民转移支付的同时，利用城市化加速的难得机遇，
释放级差土地收入的巨大能量，通过对农村土地、房屋及各类资源的确权颁证，
把本来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真正还给农民，经由打破城乡壁垒的土地合法流转
与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形成农民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的
新格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２０１０）。本文通过对成都市集体建
设用地自主流转的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探究其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理模式之
间的区别，进而辨析政府经营土地做法与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之间的制度约
束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概括集体建设用地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
讨论这些做法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从征地制度到“增减挂钩”：政策与相关研究回顾

依据《宪法》① 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就从宪法层面规定了中
国土地制度的二元特征。１９８８年《宪法》第十条第四款由原来的“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为“任何组织
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
法律的规定转让。”，随后，国务院出台了政策，详细规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划拨等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土地的
流转并没有同步发展起来。粗略地讲，农村土地分为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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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内容，此后历次修订均未改动。
１９９１年５月１９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

行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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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中的耕地是国家土地管理政策的重点，其流转已经获得了《农村土地承
包法》等法规政策的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则受到严格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
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样，集体建设用地便无法直接入市，
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使得村集体和农户难以对土地非农化利用及其价值
增值做出合法的反应。这种“唯有国有地，方可市场化，才能非农用”的土地
管理制度是通过“征地—出让”两个环节完成的。在征地这个环节中，政府可
以合法动用强制力从农户和集体手中征收土地，却支付为数不多的补偿。在出
让环节，由于政府是土地市场中唯一合法的供地者，可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刘守英等，２０１２；周飞舟，２０１２；周其仁，２０１３）。换言之，在现行的土地制
度框架下，农村集体土地的唯一的合法流转通道是让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自主流转的做法受到严格管控，“小产权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界定出
来的。

这一套土地制度在特定财税政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等的共同作用下，极
大地激励各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陶然等，２００９；陶然、汪晖，２０１０；张莉
等，２０１１；刘佳等，２０１２；孙秀林、周飞舟，２０１３）。以土地作为发动机的经济
增长模式在过去十几年内迅速形成并且在全国全面铺开，在短期内增加政府可
支配财力的同时累积了大量风险（刘守英，２０１２）。然而，耕地与粮食产量的减
少使得中央政府出台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１８亿亩耕地红线，并且层层
分解保护任务和指标。在保护耕地和发展经济的双重约束下，“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这一政策被提出来①。

“增减挂钩”政策的实质是在不减少耕地的硬约束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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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４〕２８号），
其中第十条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
相挂钩”。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上述文件，国土资源部制定了《关于规范城镇建
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土资发〔２００５〕２０７号）。２００６
年４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资源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
一批试点。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８年６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国土资源部又分别批准了１９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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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量，从而把更多的城市化土地收益返还给农村和农民，增加农民收入。但在
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极大的扭曲，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擅自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和扩大试点范围、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在农村强制
推行集中居住①。

事实上，征地制度被确立以来，尽管国务院与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所带来的农民利益受损、
粗放型用地乃至权力寻租行为，但其效果并不理想。其症结在于，现存体制仍
然把政府强制征地视为唯一合法途径。因此，解决之道乃是赋予农民农地合法
转让权，在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关规定基础上，让集体建设用地
直接入市交易，政府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增值税，以用作基础设施建设（黄季
等，２００８：２３１ － ２３３；刘守英，２０１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李
力行，２０１２；黄小虎，２０１３）。近年来，沿海地区在征地过程中实施“留地安
置”的做法，即将征地总数中拿出一定比例（１０％左右）给被征地集体，用作
厂房租赁、发展工商业等。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征地的困难，但
其开发假设仍然受制于政府的诸多规定约束，而且由于土地的权属界定不清，
埋下了收益分配不公的隐患，并引发进一步矛盾。

成都市下辖的一些市、县政府试图改革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以自发
形成的组织作为开发主体，通过土地综合整理节约出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
将这些指标直接转让给社会资本，或者以合作开发的形式与社会资本共同使用
指标。本文将简要介绍都江堰市Ａ村、崇州市Ｂ村以及郫县Ｃ村的土地整理项
目的实施方法，然后对这三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集体建设
用地自主流转过程中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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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
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４７号），国土资源部也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文件，
并多次派督察组吩咐各地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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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个案例及其分析

１ ． Ａ村案例：灾后联建中的创新举措
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地震中，都江堰市Ａ村的大部分房屋受损，需要进

行重建。与大部分灾区一样，大多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修建房屋。若是让政府
完全承担重建成本，财政存在较大压力。２００８年９月，都江堰市政府决定以每
亩１５万元的价格收购试点村组整理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

Ａ村共有８个村民小组，１８３户５５３人。在该村二组组长老杨的积极运作
下，利用社会资本参与灾后重建的契机，由Ａ村二组为主体，自行整理土地，
修建农民新居。新居采取统规自建①的办法，农户自己出工，请施工队建新房。
听说二组有这个项目，其他组也有部分农民报名参与。老杨在项目启动时向村
民承诺，如果农民因为参与了项目而最后还要自己掏钱修房，老杨将负责兜底，
并给每户１万元的经济补偿。
２００８年底安置小区开始动工。最初由于缺乏启动资金，老杨垫资一千多万，

并通过承包地“三户联保”的方式申请小额贷款３００多万。为了进一步节约成
本，一部分统规自建的农户改为统规统建，进一步缩小安置区的占地面积。安
置区通过一年时间的建设，到２００９年底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安置区是以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２日地震当天的户籍人口为基础，按照人均４０平米建筑面积的清水房
加每套１０平米房前屋后小院子的标准建成。

Ａ村节约建设用地指标１５０亩，其中集中居住的新村占用４０亩，共有１８３
户②。新村总建筑面积２ ３万平米，建筑成本大约１ ６５０万元。若是将剩余的
１１０亩指标全部卖给都江堰市国土局，则基本能够覆盖新村建安成本以及土地复
垦费用等。在初步解决了房屋重建问题之后，老杨建议不要复垦其中３４亩连片
的集体建设用地，留做集体经济发展之用。村民自筹资金解决了资金缺口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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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由政府或者村集体统一规划、农户自行负责建设。
其中，２组６０户，其他组１２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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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另外７６亩则以每亩１５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都江堰市国土部门①。
起初，老杨希望自己开发利用这３４亩集体土地。但是想了很多方案都受到

各种限制。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老杨将这３４亩建设用地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
拍卖。经过竞拍，以每亩４４ ２万元的价格出让４０年使用权给一家房地产开发
商，扣除税费后总收入１ ３００余万元。在土地出让协议中明确规定，这一块建设
用地上的树木不能砍，开发商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在这块川西林盘中修建经
营性设施。购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初步决定要开发一个养老型度假酒店，并优先
雇佣村民工作。

如何分配这４４ ２万元／亩的收益？一方面，在Ａ村二组与都江堰市国土局之
间，根据协议，拍卖所得低于３２万元的部分全部归Ａ村二组所有；高于３２万部
分在Ａ村二组与都江堰市国土局之间“５ － ５”分成。此外，都江堰市还要求在Ａ
村二组所得款项中扣除３万元／亩（最初为５万元／亩）的配套费用，但Ａ村二组
不同意。另一方面，在二组内部，将拍卖所得先扣１５万元／亩返还给资金垫付方
老杨，再扣除项目的整治成本，剩余部分在二组内部分配。具体地，剩余部分的
３０％归村组所有，用于发展集体经济，这部分大约为２００万元。余下７０％中的３０％
在二组按人头平均分配；７０％中的７０％在参与Ａ花园项目的二组成员中分配。

整个项目的支出如下：集中居住区的建安成本１ ６５０余万元②，土地复垦整
理费用６０万元③，宅基地超标补偿１０万元④。另外，由于３４亩指标拍卖收入中

５２１

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成都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案例分析◆

①

②

③

④

后者将指标挂钩到温江区使用。
安置区的建安成本大约每平米８５０元，规划总建筑面积２ １万平米，项目运行过程

中有５户中途退出，完工之后，那５套房子以每平米２ ０００元的价格卖出去，这样算得总建
安成本大约１ ６５０万元。

需要复垦的土地有２００亩左右，每亩复垦费用为３ ０００元，合计６０万元。
由于村民之间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差异很大，为了让全组人都能够住进新房，老杨

设计了一个平衡方案：如果村民能够从原有的宅基地等建设用地中节约出１４０平米以上的指
标，那么超出部分将按照每亩５ ０００元的价款予以补偿；少于１４０平米的，则需要将自家的
自留地交给村组。需要补偿的面积将近２０亩，这部分按照１０万元计算。为什么家里建设用
地比较多的农民在５ ０００ ／亩和１５万／亩之间会接受前者而不提高补偿？首先，农民灾后建房
较为迫切，很多农民只有参与到集中居住的项目中，才能完成重建。其次，农民并不十分相
信政府真的会支付１５万／亩的指标对价，这个的方案“钻”了农民的这一怀疑心理。最后，
老杨给一些地特别多的户，给予了额外补偿，如为该户多修４０平米的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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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支付指标落地补偿５７８万元① （每亩１７万元），给国土局分红２０４万元
（每亩６万元），上缴基础设施配套费１０２万元（每亩３万元），相关税费６８万
元（每亩２万元）。因此，总支出约为２ ６６２万元。

项目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都江堰市国土局收购指标７６亩，一亩１５万元，
共计１ １４０万元。二是３４亩指标拍卖所得，共计１ ５０２ ８万元；三是国家灾后
重建补助３５０万元，共计２ ９９２ ８万元。由此可见，在项目完成之后，仍可盈余
３３０万元左右。

２ ． Ｂ案例：金融资本介入下的自主流转
Ｂ村是崇州市的一个村庄，其部分农户②以确权后的集体建设用地折资入股

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③，以合作社作为土地整理开发的实施主体，并引入社会
资本Ｙ公司作为土地指标受让方。合作社以集体建设用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加上Ｙ公司垫付启动款，一并投入进行土地整理。待项目完成并经国土部门审
核通过后，Ｙ公司将以每亩不高于３０万元的价格收购节余出来的不低于１５０亩
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由此获得的指标出让款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Ｂ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经历了以下六个过程。
第一，深化确权，股权量化，这是土地综合整理的基础。Ｂ村在上级政府相

关部门的指导下率先完成了对宅基地、林盘地、自留地、未利用地、公益设施
用地等的确权，对于能够明确权属的部分采取“是谁归谁”的原则进行确权，
对于未能明确权属的部分则采取股权量化进行确权，从而建立了长久不变的产
权关系，为此后的流转开发奠定基础。

第二，Ｂ村所在的乡镇作为崇州市首批土地综合整理的试点乡镇，选择了Ｂ
村５组和６组作为试点村组，启动土地综合整理项目。农户以集体建设用地使

６２１

◆论文

①

②

③

在实际操作中，每亩１７万元指标落地费中只用支付６万元土地补偿、４万元人均社
保补贴以及２万元平整打围费用，另外还有５万元剩余，共计１７０万元。

５组和６组为主。
合作社由参与项目的农户将确权之后的土地入股组建而成。工商局负责合作社的登

记管理，农业发展局负责行政管理。合作社设理事长一名，由村主任担任，同时有两名理事；
设监事长一人，由小组长担任，同时有两名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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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折资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同时，组建联合议事
会、维权自治会、业主委员会对项目实施进行协调管理。合作社以产权为基础，
确定投融资及分配方案。与此同时，聘请规划设计单位完成新型社区规划设计
方案。

第三，合作社引进了Ｙ公司作为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的受让方，拟以不
超过每亩３０万元的价格收购不低于１５０亩的指标。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合同，之
后Ｙ公司垫付１ ０００多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其余资金由合作社向银行贷
款解决。

第四，合作社以集体建设用地作为抵押向成都银行崇州支行贷款３ ６００万元
（期限两年，利率上浮２０％）。银行要求Ｙ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时与崇州
市国土局、崇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合作社签订四方协议，确定一旦成都Ｙ实业
有限公司违约，将由崇州市土储中心以每亩３０万元的价格向银行收购债权。

第五，合作社获得贷款以及Ｙ公司垫付的启动资金，开始新型社区建设和
宅基地、林盘地复垦。在此基础上完成新建成产权确权颁证以及股权变更登记。
农户的安置分为统规统建、统规自建以及货币安置三种，选择前两者的农户需
要支付确保符合规划的建设保证金（合规可退还）、基础设施配套费以及部分房
屋建设费用（视新旧房屋面积比而定）。

第六，Ｙ公司根据项目进度支付指标收购款，待项目完成并经国土部门审核
通过后，Ｙ公司支付所有款项，合作社以此偿还银行贷款。

Ｂ村的项目共整理土地２３０ ８６亩，涉及２１４户，６６９人。安置点面积７１ ２２
亩，涉及１９０户，６３５人，项目验收后节余集体建设用地约１５９ ６４亩。

按照合作社的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的总投资为５ ２５７万元，其中启动资金
共１ ４５７万元，由合作社自筹资金，这部分资金由Ｙ公司垫付；计划向银行借
贷３ ８００万元（期限为２年），最后实际获得３ ６００万元贷款。因此，项目总投
入为５ ０００余万元其构成是：拆迁补偿费，包括土地、房屋、附着物２ ４００余万
（其中，土地赔偿安每亩１５万元计算，大约２ ０００万元）；基础设施及配套费用
１ ７５２万；利息等财务成本６０６万；前期规划与平整费用近１８０万；复垦费用７２

７２１

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成都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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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管理费６４万；不可预见费４３万。
参与这个项目的各方包括崇州市政府、镇村政府、合作社与农户、Ｙ公司以

及成都银行。
经过土地综合整理，Ｙ公司获得了土地开发的权利，付出的成本是每亩不高

于３０万元的指标购买费用，这部分费用共计４ ５００万元左右。目前成都市域内
其他地方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价格约在每亩３８ － ４０万元，因此Ｙ公司的投
入不算太高。

成都银行获得了一笔６００多万元的利息收入，更重要的是开拓了土地开发
融资的新市场，为日后的相关业务积累了经验，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承担一定的
政策合规风险。

以往这种增减挂钩和土地综合整理项目都是由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公司操
持的，但由于２０１０年之后，国务院及相关金融监管机构连续出台多项规定，限
制政府融资平台的借贷行为①。融资平台可以借道券商、信托、资金子公司、融
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变相举债，但融资成本相对来讲提高了不少。于是，政府转
向探索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并通过土储中心的担保增信等措施加以支持。

镇村政府通过在项目运做过程中的牵线搭桥、统筹协调，完成了土地综合
整理项目，改善了村容村貌，有效整合了Ｂ村及周边现有的产业基础，为进一
步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村集体还获得一笔额外收入，即由集体建设用地
复垦而成的耕地流转收益，将近１６０亩耕地流转后，每年按每亩６００斤大米的
价格计算共计２０万元左右收入。

对于村民来讲，他们获得了居住条件的改善、部分入股村民的酒店收益，
代价是让渡指标、居住空间变小和部分自己垫付的建房资金。村民实际支付费

８２１

◆论文

①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发〔２０１０〕１９号），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全
面收紧银行业金融机构向融资平台公司的信贷规模。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２０１０〕４１２号），进一步明确了规范和限制地方政
府融资的各项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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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三部分①：一是统规统建和统规自建的村民每户缴纳１万元保证金，这部
分钱等项目结束后经审核符合搬迁与规划要求，可退还；二是每户２万元的基
础设施配套费和住房风貌金，对于安置点内的村民由Ｙ公司和村民共同支付（５
组７ ０００元，６组１２ ０００元），点外村民自行支付；三是建设新房的费用，有一
部分村民所获得的土地、房屋及附着物的补偿金不足以抵消建设费用，需要自
己再支付一笔资金用于建新房。
３ ． Ｃ村：“五自”模式新探索
Ｃ村位于郫县北大门，全村面积２ ９８９亩，其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６０６亩，

农用地１ ９７２亩，共有村民小组１０个，村民５２８户１ ８１９人。Ｃ村有两大特色产
业，即鸟笼竹编传统手工业②和青韭菜种植产业。目前全村共有鸟笼从业人员
１７０户３００余人，２０１１年实现销售收入３ １００多万元。青韭菜已初步建成３００亩
的种植基地，２０１１年实现销售收入４８０多万元。２０１１年全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１６ ３１２元③。

截止２０１１年６月，Ｃ村已完成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各项工作和全
村１０个社的集体资产“海清”工作④。７月份之后，Ｃ村两委先后多次组织议
事会成员、村民代表、村社干部、党员代表到都江堰等地的农民新型社区实地
参观、学习，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坝坝会、村民座谈会等各种会议５０多次，讨
论土地综合整治事宜。

绝大部分村民认为，Ｃ村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可以在现有的银
行融资贷款和引进社会资金两种方式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的基础上，探索一种完
全以村民为主体，村民自己出资、自己建设、自己整理土地、自己单独或者引

９２１

合法转让权的发育路径———成都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案例分析◆

①

②

③

④

按照规定，土地综合整理项目中，农民集体和农户应当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成交
价的１０％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及部分其他费用。Ｂ村案例属于试点，政府不收这部分费用。

该村的竹编鸟笼是川派鸟笼的代表，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近年来更是远销日本、
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１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１年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９ ８９５元，Ｃ村的人均纯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三分之二。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６ ９７７元，Ｃ村的人均纯收入是全国２ ３倍。

这是当地老百姓发明出来的口号，全面清理资产就是“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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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投资企业发展产业、盈亏自负，风险共担的土地综合整治新模式，来实施土
地综合整治、农民新居建设和产业发展，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探索出新的运作
模式，这一套做法被村民概括为“五自”模式。

所谓的“五自”模式指的是，自我融资、自我整理、自我建设、自我开发、
自我收益。

一是自我融资。按照全村９０％的村民参与土地整理来概算，农房建设、基
础设施配套、土地复垦等工作大概需资金约１ １５亿元，有意愿参与的农户均以
自有资金参与土地整理和农民新居建设。参与一期土地整理的农户向村集体资
产管理公司缴纳的１ ２５０万元基础设施配套费已足额到位①。

二是自我整理。由全体村民民主议定土地整理方案、农民新居建设方案、
土地复垦方案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Ｃ村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注册成立了Ｃ村集
体资产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土地综合整理和产业发展的主体②，愿意参
与土地整理的农户和公司签订协议，并按照协议内容以自有资金实施项目。

三是自我建设。委托全国一流的规划设计公司，对村庄规划、安置点规划
等进行高标准的规划设计，所需费用由参与农户平摊③。参与统规统建的农户与
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缴纳建房资金，由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招投标确定
施工单位，签定工程承包合同，组织施工。参与统规自建的农户向资产管理公
司提交书面申请，经审议同意，抓阄确定建房点位，公示无异议后，按建筑施

０３１

◆论文

①

②

③

参与一期项目共有８０多户，都是在原址拆建，由于没有占用耕地，所以不需要国土
部门审批，只要符合村庄规划即可修建。截止２０１２年底，一期项目已经开工，二期项目由于
要占用耕地，所以还在等待国土部门的审批。

这个集体资产公司不仅仅是为了土地综合整理，还有后面的实体经济运作和整理出
来的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在注册时要求股东数量不能超过５０个，所以Ｃ村由农
户推选股东代表，由股东代表再推选股东。Ｃ村也考虑过采用合作社的形式，但由于合作社
要求入社自由，退社自由。土地综合整治开展到一半，如果有农民说不参与了，就要把土地
退回去，这个很麻烦。村里把经营性资产都放到资产管理公司，这就把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
有效分开。但二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在老百姓看来，把资产交给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也要
有村里面的行政约束，才能保证资产安全。如果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聘请经纪人管理，最后
资产的风险比较大。因此，虽然是设置了行政机构和经济职能的剥离，但实际上对农民而言，
两者没什么区别。

整个村庄规划的设计费花了８００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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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规范要求，办理工程建设审批、开工手续，并自行确定施工单位、签定工程
承包合同，以自有资金实施新居建设。

四是自我开发。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吸引村民以整理出的
剩余集体建设用地以及预留的５％集体建设用地入股的方式，交由资产管理公司
统一经营、开发和管理①。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对整理出的集
体建设用地通过自主开发、联合开发等方式，发展鸟笼制作和展销、文化旅游、
特色餐饮、乡村酒店等第三产业。此外，依托该村青韭菜种植基地，组建郫县
古城Ｃ绿色蔬菜有限公司，鼓励吸收村民以承包地或者现金入股的方式参与，
并建立青韭菜专业合作社，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模式营运，
实现青韭菜农技、种植、销售、品牌营销、物流等各个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第五是自我收益。资产管理公司转让整理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所获得的
收益，归全体股东所有，按持股比例分配。资产管理公司自主或引进企业共同
发展第三产业取得的收益，归全体股东所有，按持股比例分配。参与专业合作
社的农户可以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实现农民土地整理后的持续增收。

截止２０１２年底，一期项目基本完成，２０１３年４月份８０多户农民搬进新居。
二期由于需要占用耕地，所以正在走国土部门的审批程序。资产管理公司计划
通过２ － ３年的努力，完成全村９０％以上的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涉及农户４７６
户、１ ６３７人，扣除安置用地１５３亩外，可整理建设用地３９２亩。

与此前自主整理的项目最大的不同点在于，Ｃ村的项目并没有确定指标腾出
来的确切交易对象，老乡是根据指标腾出来可以卖钱这个前景，愿意投资来修
建一个新的村庄。而且，到目前为止，资产管理公司既没有向社会资本融资，
也没有向银行贷款②，完全是由村民自行融资。Ｃ村目前是按照这种“五自”模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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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Ｃ村正在跟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庄洽谈指标交易的事情，那个村庄准备以每亩
３８万元的价格购买１００亩指标，用作产业开发。将来如果有社会资本愿意过来在村里合作开
发，除了指标之外还要支付土地的实物资产费用。

Ｃ村书记老孙很自豪地说，很多银行知道他们正在搞项目，就找他希望借钱给他，老
孙盘算下来，项目实施期限要是２年，借款５ ０００万元，利息也要１ ０００万元，太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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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操作的第一家①。

四、合法转让权的发育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在完成农村土地、房屋等各类资产、资源的确权颁证基
础上，推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成果。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成都市
推进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体大多是政府及其支配下
的地方平台公司。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对脱离政府直接经营土地的做法是否可
行的探索。在政府垄断工商业用途土地合法转让权的背景下，不同的社会主体
在城乡统筹试点中形成新的利益平衡方案，这不仅对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践
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思考“合法转让权是如何发育的”这样的
理论问题来讲，是不可多得的经验来源。

把集体建设用地合法的自主流转这套做法放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
改革的历史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头存在着一贯的逻辑，即国家控制下
的集体所有制不断松动、瓦解。与此相伴随的另一端，则是个人权利的不断成
长。包产到户的改革开始让农民获得承包经营权，这是土地在农业用途中所产
生的剩余的合约安排，“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俗语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过去三十余年中，农村土地在农业用途意义上的
权利不断成长、完善，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法规政策予以保护（张惠强，２０１３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土地在非农用途上的权利发育却非常缓慢，国家
统一征收并向土地市场提供唯一合法的非农用地构成了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方
权利抑制的最主要制度来源。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展开的背景下，土地非农化利用所产生的
相对价格促使社会各方关注并加入这块增值利益的争夺中。本文所研究的三个

２３１

◆论文

① 之后还有一例，出现在郫县靠近绕城高速的地方，那个项目截止２０１２年底报名的有
１ ０００多人，但那边的区位优势更明显，集体经济组织准备自己开发利用建设用地，不准备挂
钩，就在当地用。由于集体建设用地搞经营性项目受到很大的限制，那边准备利用自身的区
位优势做一些商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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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了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或称为非农建设权利合法
转让———的过程、要素与潜在问题。

第一，促使资源转让的根本动力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动，正是有了资源交易
的潜在收益的信号作用，村集体和农民才会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一项充满风
险的经济活动中去。第一个案例中，老杨作为一个在外地闯荡多年的生意人，
对市场机会的把握非常精准，当他得知除了指标可以卖给国土部门以外还可以
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而且后者的所得通常比前者高。不仅可以转
让建设用地指标，而且可以转让集体建设用的使用权。第二个案例和第三个案
例在获取潜在收益信息上有一点共同的做法，即组织村民到那些已经搞过土地
综合整理的村庄去参观，这些经历开阔了村民的视野，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帮
助很大①。Ｂ村一开始有不少村民怀疑能不能搞好项目，参观过后就有一大半人
同意了；Ｃ村部分村民出去参观过后甚至认为，他们有实力也有信心做得比别
的村好。

第二，清晰的产权界定作为基础和起点。资源具有潜在的市场收益这一事
实可能带来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也可能引发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租值耗散
（Ｒｅｎ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２４；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５４；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７０；
Ｃｈｅｕｎｇ，１９７４；Ｂａｒｚｅｌ，１９７４）。成都之所以能够在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方面能
够出现上述案例，其关键性原因在于前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厘清农村土地、
房屋及各类资源、资产的权利边界（陈家泽，２００９；郭晓鸣等，２０１２）。众所周
知，形成于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农民、集体和国家质检的权
利界定方面存在着天然的模糊性，一旦土地开始流转，模糊的产权就很容易为
相互侵犯权利提供“方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２０１０：３４）。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案例和第三个案例都存在村民自发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决议，这项工作虽然在面上未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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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习以及伴随的信息获取过程对制度变迁至关重要，道格拉斯·诺斯对此做过深入
研究（诺思，２００８），制度演化理论尤其注重学习的影响（纳尔逊、温特，１９９７），有些学者
也用此视角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周业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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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法律的承认，但产权固化的观念在村庄内部已经有了一定根基，村庄内部
附着在身份上的财产权利经此一举而剥离出来，成为具备独立行使、可用于交
易的权利，这是资源以较低成本进入市场交易的前提。

第三，基层事业家的才能。三个案例的领头人都是身兼村组干部和企业家
两重角色，其中第一个案例是组长，并且在外闯荡多年；第三个案例是村支书，
在村里办过铸造厂，承包过上百亩农地种青韭菜；第二个案例的支书还兼任乡
镇党委委员，自己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养鸡场（养殖量超过１万只）。受集体经
济传统的影响，村干部在农村的动员能力目前仍是非常强的。老杨地震前做过
许多生意①，在村组里很有号召力②；在项目推进的每一个环节，老杨都花了不
少心血，尤其是在跟不同农户以及各级政府打交道上面。即便后来项目已经搞
完了，老杨也还一直在想着如何带领村民致富③。第二个案例中的老胡在当地很
有名望，多次被表彰④。访谈中他不断强调带领农民致富是基层干部的首要职
责，他所在的村庄近年来有不少村民办加工厂、搞起养殖业、运输业等。村里
的３ ０００多亩⑤耕地大部分被转包出去，老胡鼓励村民向外来承包大户学习，之
后有十几户农户分别承包了几十亩土地种起了金银花和红提。第三个案例中，
让老孙感慨不已的是，项目启动之后，报名的农民一天就交了１ ０００多万保证

４３１

◆论文

①

②

③

④

⑤

老杨最早在镇上开过皮鞋厂、钮扣厂，皮鞋厂跟老伴一起开，赚了不少钱，纽扣厂
则亏损了。之后他去外地做副食批发，盈利不少，但那边的门市拆迁之后租金涨了很多。于
是老杨又回到镇上办酒店、搞农家乐、做建材贸易。地震之前在云南、青海等地方搞路桥工
程。

２００８年成都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由于确权的需要，老杨被通知回到本组开确权
的村民大会。当时，二组的队长是代理队长，村民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当阳回来后，Ａ２组
的村民就集体推选老杨为生产队队长。集中居住项目搞完之后，老杨受到村民的广泛欢迎，
之后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他被推选为副村长兼安置小区管委会主任，同时兼任二组组长。

他认为在实现集中居住之后，完全有条件搞土地规模流转经营，下一步他准备引进
猕猴桃种植，带领村民一起搞生态农业。此外，搞完这个项目之后，老杨觉得这种做法是有
钱赚的，他准备自己成立一家公司，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新的项目，专门搞土地整理，希望以
后还能拓展后续的经营开发业务。

曾先后被表彰为崇州市、成都市“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当选为崇州市、成都市人大
代表，连续７年被表彰为崇州市“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０９年７月，被中共四川省委表彰为
“四川省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这个村庄原先是由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所以面积比较大。３ ０００亩承包地分别种上
了１ ０００亩红提葡萄、１ ０００亩金银花、１ ０００亩荷花，形成颇有名气的“三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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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他们相信老孙能带他们把事情干好。
第四，各级政府的支持。无论是保护私人产权还是掠夺私人产权，国家

（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财富最
大化的世界里，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
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因为在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条
件下，纯粹自发的第三方实施系统的交易费用是相当高的。相比之下，由政治
组织作为第三方、动用强制力量来实施合约，则在监管与实施合约方面存在着
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诺思，２００８：８０ － ８１）。问题在于，这个强制第三方为什
么愿意“让利于民”？在第一个案例中，都江堰市政府（尤其是其国土部门）
在老杨拿指标去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拍卖这个事情上给予极大的支持，这
个事情甚至越过了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往往期待那些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指标
能够“落”到自己手中，从而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①。第二个案例一开始是由
村支书接洽前来寻求合作的公司，但由于计划投资规模不小，这对于乡镇政府
和崇州市政府来讲非常重要②。崇州市一级领导召开协调会，为项目进展提供帮
助。值得一提的是，崇州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还为该项目的银行贷款提供
了担保，这也就极大地保证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第三个案例主要是得到乡镇
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村庄的规划方案尽快获得市县审批。乡镇政府跟村里有
一个私下的协定，等指标整理出来之后，以每亩３８万元的价格挂钩到乡镇政府
所在地的村庄，后者准备做一个产业园。很显然，离开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支
持，这些村庄所谓的自主整理项目的实施就难以想象。此外，中央及省市领导
的参观考察也构成这些项目的一个合法性来源，这也是一种支持形式。

第五，社会资本愿意冒险。转让权的实施必须要有人接手，接受之人对资
源未来价值的预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格的确定。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吸引了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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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２００８年至今，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指标运作”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
新的变化，最为典型的一点就是土地指标的交易范围存在一系列变化。实际情况是，部分整
理出周转指标的乡镇政府不愿意将指标卖出，强势的乡镇一把手“宁舍乌纱帽，不弃一指
标”（谭明智，２０１３）。

崇州市政府还将这个项目上报到成都市发改委，列入２０１２年成都市的重点项目。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不少社会资金进入，但社会资金愿意对接的多是经过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或者融
资平台公司整理出来的指标，而不是村集体①。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这些公
司对成都所实施的试点政策往往存有疑虑，担心这些“先行先试”的做法在合
规性上存在过大的风险，因此与政策部门合作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担这些风险。
二是与村庄打交道过于麻烦，这些外来公司在城里开发地产或其他产业项目大
多轻车熟路，因为后者往往具备成型的操作程序，虽然复杂，但却是明细确定
的；与此不同，跟村集体、村民打交道则存在各种不确定，在行政权力可以随
意干预私有产权的传统中，资本方对此深有疑虑。在成都其实也有社会资本作
为主体进行土地综合整理的项目，但其道路较为曲折。本文的三个案例都是村
集体围绕着土地整理项目成立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项目运行中与村民
打交道的成本，但在法律上的风险仍然不可避免。在当前，以市场交易的方式
（即招拍挂等）进入土地市场的土地占建设用地总量的比重很小，城市土地不断
拍出天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愿意进入集体建设用地领域其实经历过风
险收益考量的，毕竟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直接成本比国有土地要低得多。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三个案例是在成都探索城乡统筹，实现要素城乡自由流动的背景下，
基层所进行的引入社会资本，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土地价值，改善农村面貌的积
极实践。在国土部门推出增减挂钩政策之后，政府全面垄断土地开发权利的征
地制度在执行中增加了弹性，一定地域范围内征地规模的扩张所占用的耕地必
须要有相应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化为耕地加以平衡。但是与征地制度相同的
是，增减挂钩的实施主体仍然是国土部门，还是属于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模式。
本文三个案例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之前行政主导的模式，开发主体不再是政府组
织，而是农民自己及其自主成立的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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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村集体一般是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者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土地整理项目的操作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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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产权研究者看来，清晰界定、有效执行的财产权利是市场机制
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财产权利作为一束权利，在市场交易环境中最重要的是
其转让权，合法、稳定的转让权使得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将资源配置到最能
产生其最高价值的人手中。现有关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由于技术变革等原因带来的新的权利，另一类是产权作为一束权利整体的起
源（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６７、２００２；Ｕｍｂｅｃｋ，１９８１；利贝卡普，２００１；索托，２００１；
巴泽尔，２００４）。对于已有的某一种权利的界定和实施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所
研究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恰恰是在政府高度管制、甚至垄断的背景下所产生的，
对其发育路径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与现行产权起源、演化理论对话的意义，
而且对土地制度变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最明显的结果体现在对价上，不管是建设用地指标
转让还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一般都是采取政府国土部门或平台公司
作为主体来操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受到严格限制，而本文所研究的
Ａ村案例中，经过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拍卖之后，价格涨到了每亩４４ ２万
元，这无疑是农民和村集体自主实现土地资本化的重要体现。Ｂ村的案例中，
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以每亩３０万元的价格转让，这是成都市当时政府收购指标保
护价（１５万元／亩）的两倍，这个价格使得部分农户不仅能够覆盖拆旧建新的
成本，而且还有部分剩余。

由此可见，在转让权可以合法化的前提下，并不是所有村庄都能搞建设用
地的自主流转。从本文三个案例来看，至少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即有充足的
资金覆盖前期的拆旧建新和土地整理费用，不管这笔费用是自筹的还是向金融
机构借贷的。此外，要有相关产业支撑，也就是说项目实施过后必须要有持续
的经济流量来平衡基础设施投入和新型社区维护费用，以及村民的就业。必须
指出的是，成都市目前的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所产生的指标大多是在镇域范围内
落地，这样做的好处是空间上相距不远，便于国土部门实施监控。但是从资源
配置效率来看，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不利于指标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流动，
指标价格的发现程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从项目实施的审批角度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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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做法又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因为跨镇的土地综合整理项目需要四川省国土厅
审批，程序麻烦而且周期太长，极大地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率。与此不同的是，
指标在乡镇范围内的流转可以以农民集中居住的名义到成都市国土局审批即可，
相较于省厅的审批，市局的程序简单、周期较短。

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集体建设用地自主流转在整个成都市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土地综合整理项目中所占比重都是非常少的。但这类现象对于地方经济发
展、农民利益保障和农村基层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发动机
驱动经济增长的做法短时间内为政府积累了不少可支配财力，但不利于地方经
济的长期发展。推进集体建设用地自主入市交易，政府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税
费用以提供公共服务，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对农户来讲，集体建设用地
自主流转将其作为市场交易的一方，能够与社会资本平等交易，从而保障自身
利益。此外，集体建设用地的自主流转往往需要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施主
体，成都市在确权颁证过程中成立的村民议事会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对于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更多将讨论视角放在政府、村级经济组织以及社会资本的关系上，但
土地综合整理项目还涉及到指标流转的收益分配，这受到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
权力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对于长期处于资金匮乏的村庄来
讲，土地指标交易所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笔收入的分配涉及到各种历史与
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合理。如何设计既体现资源禀
赋又能让各方都接受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限于篇幅，这需要另写一篇文章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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